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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文

(1)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

1988 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唐纳 (Tanner)

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

这一重要概念。费孝通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

同的 11 亿人民。"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 4 民

族但层次不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

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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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

一体" (费 1989)。这一表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核心。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

家民族的概念，而 56 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勾画

出多元民族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一凝聚的核心。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从历史、

语言、文化等视角有了很多的研究积累。不过，从社会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一一社会结构为嵌

入点，来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研究中，正是由于这种多元一体格

局的特点，作为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单单研究汉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

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以及与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己故

社会人类学家王榕兴教授把之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一一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

问题。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周边的概念并不决限于中

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事实上涵盖了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

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由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

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末成 1999; 黄、叶 1997)。在本研究中，我试图

从农耕蒙古族的家的观念和宗教祭祀所体现出来的汉族性中，来窥视汉族的家族的运行机制

和民间信仰在传统社会中的内在特点。

本文从构成汉族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一一家的观念与实际为出发点，来看汉族社会有关

家的体系的一套理念，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从这一影响中，能进一步地认识在汉文化影

响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变迁，从中能更清楚地认识汉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

文选择我对农耕蒙古族的调查为个案，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此外，通过下述的研究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驰骋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

下，其定居农耕后，这一族群 (ethnic group) 在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如何在"有意识地"

进行生产和创造的过程。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族群指说同一语言，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

对于其它的人们具有称为我们的意识的单位，但是这个单位的存在尽管看上去很明显，然而，

未必所有的人们都拥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而且，分散在不同地域上的族群甚至都

不知道和自身同一的民族所居住的地理范围。另外，由于长期和相邻异民族的密切接触，一

方民族的一部分采用了另一方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连语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组

织常常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相比，所谓的语言、风俗习惯的文化容易变化，因

此，把文化作为单位，也未必是有效的手段。社会人类学之所以之关注社会，是因为对于比

较研究来说，希望以最难变化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客观上，作为民族能有一个，然作为

46 



社会它就未必是一个单位，因此，以民族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并不是有

效的方法(中根 1987)。所以，我在这里从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入手，来看农耕蒙古族的

社会变迁，更能反映其背后的文化变迁过程J)。

(2) 研究方法:社区调查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社区的

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

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很多人类学者毕生的

创造和智慧就在于描述一两个社区。当然这种研究也招来了诸多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有的走得

很远，甚至完全脱离人类学的田野来构筑自己的大厦。在笔者看来，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

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

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同时，还要进入与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去。

因此，人类学者应该超越社区研究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视野。

笔者在研究方法上，是把汉族社会作为研究的一个参照系，从而认识受汉族文化影响的

蒙古族，通过何种方式在社会结构的家、宗族与村落层面上，表现出自己的结构特点。从中

也能窥得文化的分化和整合。这种研究方法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

国社会的结构特点，这也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趋向。关于汉族的家观念与社会结构，可

参看笔者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麻 1999a)，在此不加以赘述。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下，生活在这一国士上的多民族社会，相当多

的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族的儒学规范，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与汉族社会表现出那

些异同?

我所调查社区的蒙古族，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他们的经济、社

会、文化等发生了重大的变迁。这就反映出仅仅研究单一民族的问题，己显得远远不够，且

不能反映社会的事实基础，需要我们从民族间关系、互动的角度，来展开研究。从我调查社

区的民族的特点看，历史上为游牧民，经过历史上的变迁，他们都转为农耕民，其中相当数

量的本社区的蒙古族在 50 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数量的蒙古族迁居到城市。这

1)本文由于受篇幅和笔者的研究进度所限，文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50 年代以后

的变化将有另文探讨。不妥之处，谨望指正!本文由于受篇幅和笔者的研究进度所限，文中所涉及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50 年代以后的变化将有另文探讨。不妥之处， i墓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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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从游牧一一农耕一一都市的文化变动过程，对于我们丰富文化变迁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参考

价值。这一支蒙古族习惯上称为士默特蒙古族。

2. 历史背景一一土默特蒙古族的文化变迁:游牧一一农耕

清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士默特地区以前，士默特蒙族过着游牧的生活。游牧生产与生

活方式与土地结合的关系非常稀薄。人类在形成集团一一社会的情况下，其血缘的结合远比

地缘的结合较为容易。父权的氏族制在这里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并成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

个基轴。还有游牧朴素的生活的方法，和这种生活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

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

放牧与狞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

成有决定的影响。

不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的差距如何，蒙古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还是属于东方文化

的类型。例如敬天与孝亲等。

自古"长生天" (Mongk Tenggeri)就是蒙古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力的来源。蒙古可

汗们的图书里，开头就用"长生天底气力"一语。在《蒙古秘史》一书里，有许多处记载成

吉思汗祭天祝寿之事。这都是最好的例子，也是蒙古民族自古就有敬天拜天习俗的证明。在

当时人的看法，可汗受命于天，婚姻、事实要得天助，死后也要走上天路。为此人人敬天畏

天，而不敢做背天一之事。这是衡量人心的尺度，也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其宗教的宇宙观，

形成了萨满教 (shamanism) ，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佛教普及后，在蒙古人的心理，

在天上之上又加上了佛，也就是在原有的尺度上，又加上了佛教的教义与要求。但即使在喇

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蒙族游牧时代这些传统的文化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士默特蒙族定居农耕后，

这些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清初开始士默特地区牧场逐渐为汉人开垦到清末 1901 年实行"移民实边"后，其牧场

基本开垦完毕。大约本世纪初，士默特地区蒙古族已基本上转为定居农耕社会的农民。人口

迁移是极为复杂的社会人口过程，它是影响社会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立体

因果网上的重要一环。士默特地区从清乾隆年间开始，汉民族的移入活动日益频繁，导致其

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等，需要适应人口组成的改变而调整，同时，因汉族移民的大规

模增加，其与汉文化接触日益频繁，又导致其传统社会受到异文化的冲击而产生调适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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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士默特地区在清王朝前就有少量的汉族在这里生活因其人少势弱，许多人索性"依蒙族、

习蒙俗、入蒙籍、娶蒙妇"曾经存在过汉族的蒙古族化的过程。从清朝开始，来士默特地区

开垦的汉族移民越来越多。康熙 51 (1712) 年，康熙声称"山东民人往来口外者多至十万

余。" ( ((土默特旗志》卷五)。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在士默川大规模招民开垦，‘垦荒

汉族达四、五十万。这些汉族农民的户籍仍在原籍，故而被称为"寄民"或"客民"他们多

数来自山西。据 1743 年的统计归化城士默特旗蒙族人民共有土地 75048 顷，其中牧地只占

14268 顷，己不足五分之一(((清高宗实录》乾隆 8 年 8 月)。可见，农业己在他们当中占有

很重要的地位。

尽管清政府自乾隆至道光一百年间，曾三令五申地禁止汉族农民去士默特地区开垦，然

而在这段时间这一带的农业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样由于清代的开垦，士默特地区到

清末时，除山河、沙碱等地不能耕种外，儿乎都己开垦为农田了。 1901 年，清政府实行"移

民买边"政策，首先在士默特地区放垦，使这一地区仅存的游牧经济也全部定居农耕化。

生态和经济类型的转变，必然影响到其文化类型及价值观。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土默特

蒙族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当地的汉族农民己无太大的差别。从衣食住方面来看"衣服纯

仿汉式" "食料以谷类为多"家屋庙殿亦习用砖瓦梁矣，甚至四时八节，婚丧嫁娶等习俗也

变得十分接近(邢 1987)。而农业的经济型态，则会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如集体主义

(∞llectioism) 、家族主义(缸回lism) 、祖先崇拜、服从与尽责、过去取向、勤俭节约、生命观

就是在农业生态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使当地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 ~p "蒙民村内有汉人，汉民村内有

蒙人"。这样利于民族文化信息的相互传递及族际关系的发展。语言的汉化为蒙汉文化的广泛

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语言的改变，对其价值观的变迁也有一定的影响。

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具体来说，游牧是

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那未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

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它能自给自足，

而游牧若离开农耕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两种生态体系在性质上有所差异。因此，当一个民族

由游牧转变到农耕作为其主要生业时，势必发生适应问题，而这种适应就是文化适应。 J 斯

图尔德指出"适应的过程是社会的本质和那些不能预测的文化特性按照基本上的协调来受

这一过程影响的。人类则通过基本上的协调来利用特定的环境(斯图尔德 1985) 0" 文化适应

是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性质、模式的过程。蒙古族弃牧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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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和汉族长期的接触适应汉文化的结果。而这一经济方式的变迁，必须导致其行为规范、

语言、价值观的变革。到本世纪 2 0 年代，汉语己成为土默特蒙古族的主要语言，而

蒙语反而为人们所遗忘，几乎成为无人会说的语言(土默特志编委会 1986: 4) 。

价值观的变革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这些观念涉及到道德和伦理的高层文化价值

观的时候，但土默特蒙族由于自清以来就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冲击，经过二百多年的汉文化影

响，其文化的累积己达到一定程度，引起其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在

很多方面己趋渐与汉族趋同。

我所调查的村落社区，就是这一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的集中反映。

3. 社区结构与人文环境

(1)自然位置

把什村，原为把什板申村，蒙古语为把格希板申，意为先生的房子，现简称为把什村气

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特左旗把什乡管辖，是把什乡最大的自然村。是蒙古族和汉族

聚居的村落。位于士左旗所在地察素冬西北 4 公里处，大青山中段脚下。面对黄河及土默川

平原，京包铁路复线横贯东西， 110 国道、呼包高速公路从村南经过。

把什村深居内陆，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6.3
0

C ，一月平均气温为一12. TC七月

平均气温为 22.2
0

C 。地势北高南低。其地理位置见图一所示。

(2) 行政与人口

1)行政

把什村是土左旗的一个自然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由于蒙、汉分治，旗县并存，把

什村也是两种建制。蒙古族属士默特特别旗，第四自治督管，右翼为首甲、二甲管辖，蒙民

大领催、小领催管辖。 1949 年 9 月 19 日，绥远省和平解放后，把什村仍在继续沿用的士默

特特别旗和归绥县管辖之下，继续保持"蒙汉分治，旗县并存"这种建制一直维持到五十年

2) 本调查主要在 1998 年底到 1999 年 2 月间调查的，并对于一些迁入到呼和浩特以及县城(察素齐镇)的本村

老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同时笔者还利用了有关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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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图一土默特左旗在内蒙古中的位置

1951 年 9 月，根据人民政字第 332 号《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保建政工作的指示》精神，

士默特旗彻底废除了领催、保甲制度，同时在 7 个区内，建立了 26 个行政村、 562 个自然村。

把什村的蒙族属士默特旗第四区第四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归绥县亦在原乡的基础上，建立

若干区，把什村汉族为归绥县第六区的一个自然村。把什村，虽然经过废保建政，产生了新

的村政权，但"蒙汉分治，旗县并存"一村两制旗管蒙，县管汉的状况一直在延续着。

1953 年 11 月召开的士默特旗第五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结束土

默特旗、归绥县并存的决议，撤消了归绥县的建制，并入士默特旗的建议，报上级批复，同

年 12 月，经绥远省人民政府批准，士默特旗与归绥县及所属区镇两级党政机关合署办公。 1954

年 3 月 3 日正式撤销归绥县，蒙汉政权管理进入一体化管理的轨道(士默特志编委会 1987:

48一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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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

把什村由原来不足 300 人口的纯蒙古族村庄，经过明末、清初、民国和解放几个阶段，

发展为汉族为多数的蒙汉杂居村庄。由于这一蒙古族属于士默特部落，故习惯称为士默特蒙

古族。据本村 1997 年农村户数和人口统计，村中总户数为 750 户， 2746 人:其中汉族为 2188

人，蒙古族仅为 552 人。而在 1950 年时，全村蒙古族为 708 人，而汉族为 987 人。见表一。

蒙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幅度下降，在当地主要是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有很大的关

系。

从表一看出，蒙古族人均占有土地为 6 亩多，与 1743 年重新分配户口地时相比，土地只

有原来的 6%，己失去土地 94%。这和汉族的移入有着直接的关系。汉族的移入不论是在文化

上，还是社会结构上，对于土默特蒙古族的影响非常巨大。家的观念和其运行机制所体现出

的汉族性，就是典型的个案。

表一把什村士改时占有土地情况表

蒙古族 汉族

户数 人口 土地(亩) 户数 人口 土地(亩)

地主 16 109 1204. 38 10 75 406. 37 

富农 3 25 230. 55 3 20 141. 85 

小士地出租者 35 138 982. 39 3 15 69. 5 

中农 25 136 902. 34 34 200 782. 23 

贫农 44 163 610 123 446 834. 97 
雇农 35 137 569. 92 75 231 229. 97 

合计 158 708 4499. 58 248 987 2464. 89 

(资料来源((士默特志》编委会 1997:610)

4. 居住格局与家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蒙古包在士默川平原上基本上己成为历史。蒙古人也都住汉族

式的房子，屋内陈设也与汉人大同小异，但其住宅仍有自身的特点。

如蒙古族的仕宦富家宅内，另设神堂，有的还建有家庙。神堂设在正房主屋内。家庙为

汉藏结合式，正殿与召庙无异，只是规模小些;正门两侧有四大天王塑像。与察素齐镇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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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毕克齐镇后街孟家家庙便是如此规模。

20 世纪 50 年代前，把什村的居住格局，从村落布局上看，村的中心为蒙古族，周围为

汉族。现在的居住格局，虽保持了这一特点，但那种聚族而居的格局已开始打破。且村落本

身也向周围扩展。

把什村的家族主要有丁、康、云、荣和李姓等蒙古族，以及以后迁移定居的杨、伍和张

姓等汉族。下面我们以几个家族个案来看蒙古族的家族观念与运行机制。

(1) 丁家

1) 丁姓由来

丁家以其祖莹考察，来此村定居约在公元 1600 年左右。士默特蒙古族采用汉族姓氏，

开始于本世纪初，丁氏祖上使用汉姓也基本上属于这一时期。如 1913 年左右，丁氏族人伊勒

更从政时，就用汉姓，其名为伊庭玉(见图三)。另一族人春恒，在北京读书期间就自称姓春

名恒。这时的汉姓多用蒙古语名字的第一个字，因蒙古族没有类似于汉族统一的姓氏，即使

是亲兄弟如以上述各自来取汉姓的话，也完全不一样。当族人吉力更考入归绥中学读书时，

学校要求蒙古族学生也要用汉姓，他就请教当时在士默特高等学堂教蒙古文的补音泰伯父，

其伯父三思后给其起名为丁玉昆，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也按照汉族的兄弟间的习惯叫丁玉堡、

丁玉牒。从此这一蒙古家族就以"丁"为姓。当时，以共有同一墓地的直系和旁系族人为主，

除极个别外，都改用丁姓。且女性也冠丁姓。图二为丁氏家族的世系图。

2) 丁家的家观念

"丁家五大家"的传统家风为"仁义礼知信"。据现年 60 余岁的丁歧山所言，其曾祖辈

三人无一文盲，祖辈 6 人读过四书五经，有的还读过史记、通鉴等书籍、能用蒙汉两族文字。

丁家在本世纪初，曾设立过自家的书房院，收藏很多线装书和古典名著。书院不仅是丁家子

弟读书之所，还收有其他姓氏的子弟。书院任教者除本族补音泰外，还请来自山西的汉族杨

先生等。补音泰精通蒙、汉、满二种文字，还董中医和一些农业知识。本世纪初，他一直以

教育为己任，还将《圣谕广训11))译成蒙汉两种文字手抄本，广教子孙传读。另有丁家的其他

族人也有很好的修养。

①堂、院与分家

丁氏家族辈数有序、礼仪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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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共有 12 处院落，住有 12 户数，约近百人。村中央是族

中一大支系，有 5 处院落:关帝庙东侧有院落四处:正大门有两处院落，村东还有一处院落。

分家:T歧山曾祖父辈兄弟伊勒特、道布吉于清朝同治年间分家时，承受先人蒙丁户口

地 18 顷，除将 3 顷卖给几户汉族移民，分给曾祖父辈中的当喇嘛的老二外，各分得土地 6

顷，并分得有前后套院各一处，以及相应的牲畜、农具。

清光绪年间，伊勒特在俗的两个儿子分家时，努尼分住后院，称盈主堂，分得土地 300

亩:明亮分住前院，称盈盈堂，分得土地 350 亩。道布吉在俗的二个儿子于本世纪初分家前，

新建院落一处，人称"新院"。分家时补音泰分住"新院"称集盖主;苏吉吃泰分住原后院，

称主主主:克什吃泰分住原前院，称主庭主。三兄弟各分得土地 240 亩。另分给喇嘛吉日吃

泰土地 150 亩，交由福禄堂代管。当时， 5 大家共有土地 15 顷之多，约占把什村士地的的 1/4 ，

随着之后的改姓，人丁的兴旺，故村人常称"丁家 5 大户"。

②"丁家 5 大户"的分家

1937 年 10 月，日本人侵占归绥，这一地区沦陷。由于战乱、经营不善、士地荒芜等，

仅靠出租土地或合伙耕种来维持生活。大家庭难以维持， 20 世纪 40 年代初，各家协商分家

另过，故由原来的大户分成 14 户。 1949 年，土改时，丁家 14 户中，有 7 户划为地主(其中

4 户是孤儿寡母); 5 户小土地出租者， 1 户中农和 1 户贫农。现丁家 5 大户的后代只有丁槐

秀和丁文治两家居住村中。在外地工作、定居者达 40 余户。

(2) 康家

康家也是在 1600 年左右，在此定居。现代康家的家谱主要分为两大支系，兄系从 14 代伊勒

图开始，到现在有 7 代人:弟系从 13 代开始，有 8 代人。我们从其老坟的排列顺序可看出其

家族男性人口从入住本村的始祖开始到 50 年代前的发展过程。不同世代的男性人数，可用表

二表示。

表二康家的男性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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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康家男性，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基本上居住在同一院子中，院子

位于村东头前街北端。如图三所示，康家共有的 4 个院子，分成 9 个院落，其中兄系住西两

套院子，弟系住东两套院子，前街有属于两院的场面和果园。图中虚线部分的大门院也是西

院的一大支系，院中有正房、东房、西房各 7 间，南房和大门也是 7 间。正房是马脊梁形，

脊顶有筒瓦花栏，屋顶四周有砖瓦检边押沿。正房中间有一屋供神，其余住人。大门是砖木

结构，上有花纹，下有坐石，南房临街的后墙上方开有四个上圆下方的窗口。从街上望去颇

有大户人家的风貌。

不过，到了 20 世纪 30、 40 年代，西院康家也开始走下坡路。海亮、海明遭受不幸，不

得不出售土地。到 30-40 年代，由原来的 7 顷土地，剩下了 4 顷。按这里的习惯"兄东弟西"

到兄弟两分家时，也只好把大门院的四合头院子分成两半，海明分得西面 5/7，连同西一套

院的后院和大后院，海亮分得 2/7，连同西二套院的全部。同时，把 4 顷地和三份子水也各

自均分。分家之后，还雇佣 2-3 个长工。到了本世纪 40 年代，两家的土地总数只有 2 顷多了。

据说早年东院(东一、二套院子)的地产和西院(西一、二套院)相差不大。但东院的

房子比较零散、破旧，加之人口较多，生活逐渐拮据。到六三(人名)和旺旺这一辈，这一代

士地就损失了一大半，六三的水分子 3) 比大门院还多，后因抽鸦片等大都卖掉了。到其下一

代家产所剩无几。不过，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东院康济民还考取了北大法学院。

康家东院人的辈分要比西院同龄人高一到二辈，常以长辈身份动之以情，西院因在经济

上较西院富裕，常给东院一些资助。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 40 年代，康家东西两院，因海亮、海明，六二和旺旺 4 户分家，

增加到 12 户。在西一套院，康根成和贾力根分到前院，康贵成分到后院，康福成分到大后院，

不过由于根成、富成不在家，富成和贵成先前均住在前院:在西二套院，康善善分在前院、

康八仙分在后院，在后院的空地上盖了新房。在东二套院，表表和坝成分了后院，康三娃和

四喇嘛分了前院:在东一套院，康济民分了后院，康长栓分了前院，并在前院空地盖了新房。

12 户， 60 余人都住在一起飞表三反映了康家的男性人数。

3) 本地区的水，在未开垦成农地时与草场一样属公有性质，随着土地的开垦，因灌地用水，水的所有权越来

越重要。各户浇地地都有定日、定量的规定，俗称"水分"。水分和士地一样可以买卖。在本地区围绕着水

的利用，各种社会和民族纷争不断，同时管理水的民间的组织也应用陌生。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研究，笔者

正在进行中，会以专文论述，初定题目为"从、水分\水的利用、纠纷和治理来看士默特地区的蒙汉社会"。

们有关人员的出生年龄:海亮( 1871-1941)，根成 0905一-1966)，贾力更 (1907-1941)，康八仙 (1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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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康家东西院的两大支系的男性人数

YL 14 15 16 17 代 18 
1820-1850 1850-1870 1870-1890 1890-1910 1910-1930 

东院 4 (喇嘛两人) 2 5 14 27 
西院 2 2 6 8 
合计 5 4 7 20 35 

本世纪初，本村就有私塾和学堂，召庙学校已有 3 个班，康家的东院的 16 代、 17 代，

西院的 17 代、 18 代男性儿童大都上学，学习汉文格言和四书。继村学之后，很多人到外地

求学，后来很多人都在呼和浩特、包头、北京蒙藏学校等地学习。

上述我们通过这两个典型的家族个案看到，本世纪初到 50 年代前，本村蒙古族的家观

念和运行逻辑，明显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如果我们单独把这两个个案拿出来，不考虑其历

史和社区特点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怀疑他们就是汉族。不管是丁家还是康家以及其他的家族，

其家族得以发展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家的根一一祖先祭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 家的根一一祖先祭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儒家的祖师一孔子的思想中，吃"

是核心"孝"是根本。孝是东方文化主要特征之一:可是蒙古人在游牧时代所谓的孝，与中

原农业地区儒家所倡导的以礼教为重的孝，并不完全一致。游牧民族在氏族时代就重视血缘，

为此祖先的传说、长辈的教导对于他们的活动颇有影响。简言之，蒙古民族所谓的孝，其感

情色彩很浓，如爱与恩慈及服从等等，而不是出于礼教。有元一代，也曾把儒家的经典译成

蒙文;而今存在的，只剩下了孝经一种。可见这本书受到特别保存，也是蒙古人从儒书之中，

最能理解可读的一种。但逐渐地在士默特蒙古族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孝以及表现孝的祖先祭

祀和子孙观念，受到了礼教的强大的影响。在儒教的教义中"孝"又以"子嗣"为主"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意味着人生的意义和血缘的延续紧密地相联，生命的意义在于把祖宗

的"香火"延续下去。

人们认为福之最高境界即为子福，表明种的延续观念甚强。这种观念具体体现在祖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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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后代观念上。祖宗观念的体现即为祖先崇拜。祖，甲骨文、金文都作"且"即象征男性

生殖器，用男性生殖器作为人类祖先的文字符号，恰好说明在古人的眼中，祖先的首要功绩

就是繁衍后代子孙。对于每个家庭或家族来说，死去的祖先将会保佑家庭或家族人口的繁衍、

生存、安宁和兴盛。殷周时代，祖先被奉为神明。在古代中国，祭祀祖先，每日、每时、每

餐之前都要进行，家长浇奠，并献给祖先一口饭食:如果他从君王、上级的桌上得到一盘菜

或一块面食，都应先有祖先一份。

在中国的礼制中，祭礼是"四礼"中最高的礼节，它限定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四

礼中的前两礼"冠"礼和"婚"礼，如不求助于祖先就不够完满。

祭祖的传统在汉族社会从远古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汉族的祭祖传统中，仅春节期间的

拜祖仪式的复杂就让人眼花燎乱，目不暇接。从腊月下旬的过小年，到大年三十晚上的守夜，

再到正月初几的送年，最后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其中都贯穿着拜祖的仪式，并且是一年中

最为重要的祭祖仪式之一。

汉族的家族或宗族仪式，祖先崇拜可以说是最核心或最重要的部分。研究中国社会的学

者通常认为祖先崇拜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特质。祖先崇拜与中国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较完整的祖先崇拜仪式，应包括祖先牌位崇拜和坟墓崇拜两部分(李 1984: 7一24)。祖

先崇拜通常在培养家系观念中起决定性作用。一个人的存在是由于他的祖先，而祖先的存在

是由于他的子孙。古人认为阴界祖先的生活必须靠阳界子孙的供奉，祖先既无人照料其阴间

的生活，阳界的子孙也将不能在祖先的荫护下接续香火。家族伦理中的宗教性和礼教性集中

体现在祖先崇拜上。这个家就是"上以事祖先"而"下以继后世"的团体。这个"继"字，

在法学术语中常以继承二字体现出来，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是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是和分

家的概念不可分割的。继承的概念，在中汉语中常包含财产继承之外的继承。日本著名的中

国法制史家滋贺秀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解释。他认为所谓N继承第一是继承某人的

一切，是全部的H继嗣用(即血缘的继承，笔者) ，第二是继承祭祀，即对父系血缘祖先的祭祀(养

子为对养父祖先的祭祀) ，第三是继承财产，即我们常说的N继业" (滋贺 1967: 116-117)。滋

贺秀三还认为，在中国文献中继承某人7日N祭祀某人用是同义语。这三者是统一的。在笔

者看来，血缘是以生育为基础构成的社会关系，祭祀是体现生者和死者关系的仪式，财产是

生活资料的积累或储蓄，三者是有联系而非统一的。这就是N祭祀某人N为一种象征继承某

人H为一种具体的所指，而H继承财产N为一种具体的结果。如此人人皆祭父，人人皆分财产。

事实上，财产继承的权利和对双亲的抚养及其死后的祭祀的义务是相对应的，兄弟间的平等

性和父系关系的连续性，是汉人社会家族关系的根本所在，也是祖先祭祀的基础。其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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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关继承的法律中，析产与继承虽有密切关系，但其性质迥然有别。析产只涉及家

庭财产的分割与分配，继承却关乎宗系的合法传承。虽然继承地位的获得可以同时包含对一

定财产的请求权，但从分家意义上而言，继承具有义务的性质。笔者所认为的"分中有继"

的"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为继人，这就是对老人的抚养义务，二为继宗桃，就是要继

祖先的祭祀，在一些地方继的是牌位。这正是中国家的"分中有继也有合"的具体体现(麻

1999b) 。

祭祀祖先，是祖先崇拜的反映，拜祖是其最重要的主题活动。各种拜祖活动名目繁多，

礼仪繁缚。不同的宗族社会都有一套特有的专门用于拜祖仪式的程序，每一种仪式又是由一

系列更小的子仪式组成，它们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拜祖文化系统。祭祀的意义，就是通过

这种祭祀的仪式，把家族成员从精神上束缚在死去了的祖先的周围，防止家族的离散。

一般把家族的祭祖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家祭，二是墓祭，三是祠祭，这三种不

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祭祖方式，组成了家族内部严密而又交错的祭祖文化网络。所谓"祭各不

同，有家祭，有祠堂之祭，有莹墓之祭"就是说的上述三种方式。

上述三种祭祀祖先的类型基本上概括了汉人社会祭祖的方式。不过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

及其家族传统的不同，使得祭祖方式呈现出结构上的多层性与形式上的多样性的特点。即使

在同一地域也有不同。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在结构上都呈现出一种封闭性的多层循环体

系。在士默特地区汉族和蒙族较为流行的为家祭和墓祭。

(1) 家祭

《绥远通志稿》载曰:家祭"多在年节举行之。普遍祭祀仪式有二种:一为木主，外罩

以鑫，一世一鑫，依次供列:一为画轴，俗谓容。其幅度略如中堂，内作坟园形式，上绘牌

位，按昭穆?知芋，上下数排，下绘石坊、石案、石具等，并辅以树木风景。俗以三周年后，

依世次恭书亡者姓氏名讳于牌位内。其实非遗容之画，特通称为 4容'耳。所供多在堂屋或

静室内，每届除夕之日，家家均至墓所，焚香椿叩奠而归，谓之请容。归而启鑫露主，或悬

容于壁，供麦面作云卷及桃、枣、栗、柿、饭菜等品。元旦至初五，及十四、十五、十六三

天，早午晚焚香，行一跪囚叩礼。绥俗凡供祖物品、叩首，以四数为率，诸神则以五数为率……

年后送容以过破五或灯节者为多，乡间亦有初三日送者。送容亦至墓所，礼与请容同。"

上文所提到的"容"是本地区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方式。

士默特地区蒙、汉、满等族，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均有记载本家(族)世系源流的传

统，很多人家都存有家谱或"容"。据本地区家谱或"容"的用途大致有三:一是纪念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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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蒙古族的家谱多供在神堂内，汉族的"容"在年节时挂出，供子孙祭祀，娶亲时新人亦须

拜"容" (即拜祖宗);二是记载所由出生的世系传承:二是清代以家谱作为承袭世爵、世职

的重要依据，故蒙古宫宦人家多有家谱。

本地区汉族之家谱，大多以最初来本境者立祖，仅溯及原籍数代之祖。谱内均注明原籍

省、府、县、都、甲、村。

"容"是士默特地区汉族的一种祖宗牌位。"容"一般 1 米多宽， 2 米长，多以布制作，

装被为画轴，上绘图画，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彩绘石狮、门楼、鼎炉、厅堂、山景，其间点

缀松柏、鹿、鹤等，取"如松之盛"、"鹿鹤同春"之意。另一种下方绘牌坊，上书"五世其

昌"、"永言思孝"、"百世流芳"等语，上方绘楼阁状祖先堂，其余同前一种。两种"容"均

绘有八至十余层牌位，上书历代先考、先女比之名讳。

"容"的来源，和平民百姓无力建祠堂，亦无从绘制祖先遗容有关。供奉先人只能采取变通

办法，即在居室内设立牌位以祀之。历时愈久，牌位愈多。室内无法摆设，于是绘祠堂或祖

先堂于纸(或布)上，将历代先人之牌位移于画中，寓供祖先于祠堂内之意，故外埠有的地

方称之为"家堂"而本地则通称为"容"其名称源于"供奉祖宗遗容"无疑。

本地汉族供"容"主要在春节期间。每当年底，家家户户携带香椿、祭品，前往坟墓

"烧纸"俗谓请"容"。请回来之后，将"容"悬挂于居室之侧位(正面为神位)，闺家(族)

从初一始，均先敬神，后敬祖(容)，饭前必先供"容" (即供作为祭品的食物)，拜年时亦须

先向"容"跪拜，然后才能给长辈磕头。破五(即初五)一过，各家再到坟莹"烧纸"俗谓

送"容"。一年之内供"容"只此一次，倘遇娶亲大喜，须请出本家族之"容"全家男子尽

皆参拜，谓之"拜容"然后新郎新娘拜天地。

"容"的用途是供后人奉祀，谱则专记一姓世系及闻人事迹，以明世次源流，故而不

所不同。谱一般由长门长支保管珍藏"容"可由本门各家保管，一般是由办喜事者请回来，

拜"容"后即存放该家。春节期间亦由该家请"容"、供"容"、送"容"别家办喜事再将容

请去，如此循环往复。当然亦有由家资较好者专管的，供"容"期间各家均到"容"前叩拜、

祭祀(士默特志编委会 1997: 1140-1159) 。

部分蒙古族家庭，也象汉族那样，绘制容帧，于新年，娶亲时挂起来，进行家祭。

而现存土默特蒙古族家谱，大致可分为一般家谱和世职官员家谱两类。"蒙古人自古以

来就有记住自己的族源和氏族的习惯"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部

落和它的来源"。以《打尔架之家谱》为例，该谱由打尔架之 8 世孙道尔吉珍藏，谱内共载 8

代人，约起于 年间迄于民国初年。原谱 1 至 4 代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 5 代以下用汉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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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谱内无一人曾任职公门，系普通披甲的谱系，用以让后人"记住自己的祖先"并纪念之。

另《荣门家谱》抄自土默特总管署档案。该谱系察素齐西园子"喇嘛家"之家谱，共录 9 代

人，约起于乾隆初年，迄于本世纪 20 年代。"喇嘛家"之先人曾任右翼参领、佐领，颇有资

产，曾因分家引起争执。家谱系作为讼案佐证呈送旗署的，因入档而得以保存下来。根据调

查了解到，解放前多数土默特蒙古族均存有家谱，后因各家撤除神堂，部分家谱逐渐失落，

更多的家谱均毁于文化大革命中，幸存家谱己属凤毛麟角。士默特蒙古族的家谱，有一部分

存于土默特历史文献档案之中。这类家谱全部是拥有世爵(如公爵、子爵、男爵等)和世职

(如勋旧佐领、世管佐领、骑都尉、云骑尉等)官员的。如《世管佐领多尔计云隆之家谱》

此谱系右翼都统托博克之家谱。托博克是继杭高、巴桑之后的第二位右翼都统。乾隆天一道

谕旨里说:右翼"都统原系伊祖杭高功绩所立，后因伊子以军务获罪革退，始将别支托博克

补授"足见杭高、托博克属同一家族，即巴拉格特氏。托博克一系是仅次于古禄格的土默特

显宦，据《王公表传》和其家谱，该家族共有两个世爵(分别于康熙 9 年和乾隆 28 年各得一

个三等男爵)和两个世管佐领。此谱约形成于光绪年间，前后历 260 余年，共录 11 代人。

(2) 墓祭

本地蒙古族从清中叶以后主要行士葬。士葬讲究墓地。一家一族均葬于一地。选择墓地

时，要请风水先生度其地形，勘其"风水"。选定之后，即使废掉良田，在所不惜:地非自家

所有，出巨款购买毫不吝啬。人们认为坟地的好坏，与家业兴败关系至关重大。

弗里德曼在其《中国的宗族与社会》一书中，曾在第五章中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风水

和祖先崇拜的问题。在这里他认为，子孙为祖宗选择好的风水，主要是为了自己得到恩惠，

获得"福" (Freedman 1966)。只把祖先当作一种物质的媒体加以利用。这一单向受惠论的观

点，是一典型的"接力模式"方面的思考，而忽略了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运行机制即"反馈

模式"这一反馈模式不仅仅是对父母的瞻养问题，其实还蕴涵了对祖先的祭祀，这种祭祀并

非单单从祖先处受利，也含有对祖先的敬孝，和希盼祖先在他世的生活幸福的意味。所以，

中国人是有祖先也有子孙的民族的道理也在这里。弗里德曼也不可能想到游牧的士默特蒙古

族变为农耕的蒙古族后，也会兴起风水来。

风水理论之建立，从一开始就渗透出祖宗与子孙的观念。在看龙脉时，由远及近，逐渐

寻找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直到正穴。其构成体系就像家族一样。五

代才出服，寻龙脉时必须追根溯源。

早在唐代、 卡应天的《雪心赋》就指出过山脉的祖孙联属关系"迢迢山发迹，由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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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子孙……自本根而分支分派。"在有关风水的著述中，这种把物化的自然通过与人类的活

动相比拟，使自然也赋予了一种人的生命之源。如"凡山自始分脉日胎，降伏日息，入首成

形日孕，入穴融结日育。" "大凡山自离祖出脉之际，便如人受胎之初。"

在有关阴宅的风水中，特别强调"气"的作用。而这个"气"也是沟通祖宗和子孙的媒

介。如在徐轼可所编的《葬经·气感篇》所言"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阴，经曰:

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强调父母为子孙之本，子孙为父母之枝，乃气体相同，由本而达枝也。

择地葬亲，若种木之类，培其根而叶自茂。这就更加明确祖宗的风水与子孙有着直接的关系。

住宅内部也强调有一个核心，正堂中，一张条儿居中，正墙是祖容，或将祖宗的牌位供

在条儿上:下方还常供有"地脉神龙"牌位，象征着宅基的核心，即"穴"的所在。

汉族社会的这种风水观念，同样也影响到士默特蒙古族。

坟地既定，为一家或一族所私有，并被列为禁区，任何人不得耕种、放牧、取土、辟路。

坟地埋葬亡人，均以辈份行排。祖、父、子、孙依次排列，不许紊乱。如上文把什村康家的

老坟的排序就是一例。墓祭时，所祭祀之祖先按辈份行排进行。据《绥远通志稿》载墓祭"备

香椿、酒醋、庶羞之仪，赴坟园致祭。清明节则扫墓添士，修理莹树:中元节则为荐时食，

如瓜、果、新麦食之类:十月一日则备彩纸焚之，为送寒衣。清明、七月望、十月朔三节，

俗皆为鬼节，在节之前三日、后四日，祭墓者络绎于途，城市居民多往城惶庙焚化，或出城

遥祭:乡间则一律墓祭……三节而外，唯娶妇之前一日及老人祝寿时祭墓，妇再瞧时亦有行

之者，盖叩别之意也。"

本村的蒙古族也行此俗，如过年时节，丁家 5 大户均有特制的供桌、旺火架和印有堂名

的大红灯笼。年 30 上午， 5 大户全家，携带祭祀用品、香纸，到村北大青山脚下老祖宗墓地

祭祀。首先是数十口人给先祖祭祀，之后分别到自家祖坟祭祀。其他过年风俗也同汉族。

不管是家祭还是墓祭，都可分为年祭和节祭。这些祭祀祖先的方式蒙古族与汉族差别也

不大。

"祭祖宗分年祭、节祭二种。年祭或在家中设祖宗灵牌，或赴坟园供以年节食物，与汉

人无甚差异。唯清明之扫墓，中元之荐新，与汉人不同。其祭品以羊背子或羊肋骨为主，他

物视家资而定。每届祭期，候全族人齐集坟园，乃从事修治垄墓，陈荐时食，并由宗子或行

辈最长者一人，率同族致祭。集族人于莹域中，由长者指示某墓为某人，某墓为某族，并为

族人讲述其先人德业事迹，伸族人知所兴感。讲毕，各人所携祭品合置一处，由长者为之平

分。团聚而食，尽礼而散至于近族中有硕身行阵，客死他乡者，必向其方而遥祭焉(士

默特志编委会 1997: 9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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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这一影响，不只表现在家的观念与祖先祭祀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化的深层结构

宗教信仰上。

6. 宗教与民间信仰

把什村蒙古族和汉族的宗教信仰在历史上主要是喇嘛教、道教，这些年来又兴起了基督

教等。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

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士默特蒙族由于其定居农耕、生活方式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之受汉文化的影响，其宗教观念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这一

地区都普遍存在着。即士默特蒙族由先前信仰的喇嘛教转为信仰道教。到抗日战争前夕喇嘛

教在士默特人中的影响已经很小，甚至有时被当作人们嘲笑的对象。但仍未销声匿迹，喇嘛

庙仍有房地产，它们在向租赁它的人民施行它的产权;人们在婚丧灾病时，仍宴请会念经的

喇嘛临场育经，以求解脱，然为数也很少。

0) 喇嘛教的衰落

蒙古族原先信仰萨满教，从 13 世纪中叶开始，在蒙古族上层开始信仰佛教的一支红教

(现仅存的红教寺庙位于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 60 公里处，称为阿贵庙)0 16 世纪 70 年代，

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一一黄教，并由士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从明代末年到清

朝中叶，喇嘛教(黄教)在土默特蒙古族地区非常发达。在兴盛的时候，仅归化城(今呼和

浩特)及周围，就号称"大召、小召、 72 个绵绵召"。但从清末开始，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

迁入，蒙古族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喇嘛教在本地区开始衰落。这从喇嘛寺庙中的喇嘛人数的

变化，足可以说明。乾隆 18 (753) 年呼和浩特七大召有喇嘛 1209 人，嘉庆 24 (819) 年

呼和浩特十五召寺有喇嘛 1442 人，此后则逐年显衰落趋势。到清朝末年，呼和浩特地区的

47 座喇嘛教召寺共有喇嘛 1222 人，到 1939 年，剩下的 20 座召寺有喇嘛 350 名，而到 1947

年，存有的 16 座召寺中仅有喇嘛 226 人(土默特志编委会 1987)。而有些喇嘛仅仅是出于谋

生的需要，并未从心里上来信仰喇嘛教。

我们回到把什村。本村原是一个纯蒙古族村庄。蒙古族最初都信奉喇嘛教。当喇嘛的人

也较多。所以村里蒙古族经过积极筹划，于清朝中期，在村里修建了喇嘛召，这也是村人常

说的 63 户筹钱共建喇嘛庙。另一方面，蒙古族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呼市席勤图名、乌

速图召、和包头的五当召等地学徒当喇嘛。当时，按照规定，每家如有三个男丁，必须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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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人当喇嘛。但到清中叶特别是清末以后，并不是每家蒙古族都送子去做喇嘛。不过，村

里蒙古族中的"云家"、"丁家"、"李家"都有当喇嘛的传统习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为止。这些喇嘛中还有名气很大的大喇嘛。像"云家"每代都有当喇嘛的，而且

辈分排行老二，如呼和浩特市席勒图名的满红大喇嘛，召里僧侣众都称他为满红当家的，

同时他又是原绥远省呼市附近十八个召的大喇嘛，掌管召内的宗教事务及某些政治事务，直

到日本侵华时去世。"丁家"的三喇嘛是很有威望的喇嘛，除通读经书外，还精通藏医、蒙医。

"李家"的常喇嘛，也是喇嘛召中当家的喇嘛之一。

蒙古族中的信教者都要到召庙敬供、磕头、求神。汉族虽然不信奉喇嘛教，但每当召上

念大经，也要都出来热闹，好像过节一般。另一种是，蒙古族中，大多数人家每年至少一次、

两次有的甚至数次，请喇嘛到家中念经，求吉利、保平安。

之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汉族式的道教及民间信仰在本地也发达起来，蒙古族所信

仰的喇嘛教渐渐弱化，很多蒙古族开始转向信仰汉族的道教及有关的民间信仰。

(2) 道教的兴起与民间信仰的发达

士默特地区的道教大约始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逐渐取代喇嘛教势力成为当地

盛行的宗教。 1722 (康熙 61)年有郭姓道士游方到士默特两翼，落脚于三两村， 1733 (雍正

11)年盖关帝庙，乾隆初盖龙王庙，人称郭真人或郭老道，始终以全真道教规传道。之后在

雍正末年，有梁姓道士游方到本地区，在归化城西南建五道庙，原属全真道的龙门系，不久

改为正一道(即火居道)，娶妻生子，传子不传徒。

本地的道教由全真道改正一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己占有的庙产，极少收授徒弟，

只有三两村的郭姓道士仍保持全真道龙门派的规矩，收徒传人。不过，这里的道教庙观多与

内地不同，称"观"的极少，一般都以神仙庙宇为道观，只有三两村郭老道所住庙宇称"协

天观"但观内所供神仙甚杂，包括关帝、龙王、吕祖、太阴、财神、观音、老君、河神、药

王、真人等。

主要的庙观的名称为五道庙、玉皇阁、城隐庙、玉皇阁(土默特蒙古孙姓道士主持)、

北极玄天庙、三官庙(供天、地、水三官)、吕祖庙、魁星阁、关岳庙、东娘娘庙、西娘娘庙、

东岳庙、龙王庙、真武庙、马神庙、文昌庙、真武庙、协夭庙、财神庙等等。

庙观有的只住道士，有的僧道合住，也有此时住道士，彼时住和尚的。僧道合住，道士

多系全真道，因其不食荤腥、不娶妻生子，其清规戒律与佛教大体相近。

大约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土默特蒙族大多开始信仰道教诸神，到 1945 年后，把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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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的势力几乎荡然无存。

在本村像"奶奶家"、"三官爷"、"五道爷"、"大仙爷"、"龙王爷"等等，蒙古族也信了

起来。同时又把"灶君爷"、"天地爷"、"土地爷"、"财神爷"都当成是神灵来供奉，并供奉

"牛九爷"、"马王爷"、"井神爷"等。村里还先后盖了"老爷庙"、"奶奶庙"、"三官庙"、"新

王庙"、"五道庙'"、"大仙庙"等大名台、小庙，把这些"神"都立位，还有塑像，供奉起来。

平时特别是年节去庙里上香、摆供，烧香、敬纸，磕头求拜，以求个"吉详"。很多蒙古族也

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就是信神的办法也几乎与汉人所信者无别。很多家庭不光为关公焚

香叩:并为他布施，而且向它许愿挂牌、问卡摇签。甚至在自家中的中堂也由以前的佛座挂

起关羽画像"早晚一炉香，每日三叩首"。村里发生什么不可理解的现象，往往归因于关公显

圣，以致演绎老爷庙的神话、灵验。顺便要指出的，在本村蒙古人在家中也有的把佛座与诸

神并列之，这也反映了两种宗教观在人们行为中的反映。在毕克齐镇，蒙古人的社会集团一

一蒙古行，创建汉人信仰的三宫庙、马王庙、龙王庙，并与汉人行会一起发起对城惶庙、关

帝庙的修建。

如城里汉族信仰的城隐庙，很多蒙古族都参与进来。有的城惶庙甚至是以蒙古族为主而

兴建起来的。如附近毕克齐的城惶庙和呼和浩特原来最有名的城惶庙就是一例。特别是后者，

完全由蒙古族一孙氏家族经过几代的努力所建。

毕克齐在清代是归化城厅(今呼和浩特)西境重要的市镇，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

达。在繁华的街市中心地带，有一座虽占地不大，却工艺精致的庙宇一一城惶庙。每年的中

元节(七月十五日)，庙前人山人海，许多人扛棚带锁，恭送城隐出府。这一天与四月初八奶

奶庙会一样，是毕克齐最盛大的庙会。

就在毕克齐的城惶庙重修时( 1871 年)，土默特右翼二甲一、二、三佐的蒙古族出力颇

多，如建庙地基是蒙古族捐赠的，修庙的十名董事中蒙古族就有六名。可见，这座城惶庙是

由全镇蒙汉民众共同修建的。

呼和浩特城惶庙，是孙姓蒙古族道士，经历祖孙四代，历时百年，卖尽全部家产修建起

来的。孙道原为毕克齐人，人多户众是一大族，坟地坟堆即有二百多个，早年一部迁往毕克

齐南昕沟子板申村，先牧后农、居留下来，至今还有二十多户在那里住着。迁到呼和浩特的，

共有六门(六支)。长门桑布，信道教，二门齐密多尔济，士默特挠骑校，三门忽气必勒克，

是笔贴式(机关文书)，囚门朝克应巴图，出兵阵亡，五门孙教龄，入道住玉皇阁，六门孙永

贞当教师，三、四两门无嗣绝户，现存的有长、次、五、六、四家，信教业道的只有长、五

两门。他们原先不姓孙，长门桑布业道后改为孙布，于是才姓孙。不入道的还不姓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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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新建户口时全族才都改姓为孙。

孙道是全真道龙门弟子，孙家经过四代的艰辛努力，变卖家产，到嘉庆初年，城惶庙才

算初具寺庙规模，耸立在羊岗南坡上。据呼和浩特政协委员孙明亮介绍，城惶庙具有明代特

征，是庄严雄伟的庙宇。城惶庙建有正殿十四间，内塑城惶坐像和城惶出马像，塑站殿的四

人，正殿东西，各有宫门一座通寝宫。寝宫:北屋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是一住宅布局。

正殿前，东西为十殿阎君各三间，再前有东西曹官殿各两间，下为钟鼓楼左右分立，中前为

牌楼，雕绘极细，结构精巧，由上十三层，下七层拱斗托顶，四柱就地支架，上大下小， I陆

风似有摆动迹象，铁马叮当。但在风雨中颠波了二百来年，没有出过一些细小事故，结构之

巧是呼和浩特建筑中的一个特点。牌楼左右各有看台一座，西南方有孤魂殿一间，东西各有

马殿间半，中间戏台连大门共九间，戏台两侧各有山门一座，门外东西南三面，设有栅栏，

对门之南有照壁一，东西长二丈五尺，照壁之南有东西河流一，沿河东南为呼和浩特十景之

一"十字流河水不混"的古迹，庙院东墙外为孙道住宅，内正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街

门一座。

呼和浩特城惶庙，是孙道卖尽家产，经数世艰苦，受过战火洗礼，苦心经营建造起来的。

她是呼和浩特的艺术宝库:又是当地唯一的蒙古族信仰道教的寺庙。遗憾的是 20 世纪 50 年

代，在破除迷信中，城惶庙被拆毁，神象被砸烂，彻底破坏。建庙的孙道第七代人，也被迫

离开祖传住宅。

从蒙古族参与信仰汉族式的宗教可以看出，清末以后，土默特蒙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

逐渐淡化，其宗教信仰己趋于多样化。清代末年、特别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毕克齐

蒙古族独立或参与(包括出资)修建真武庙、马王庙、财神庙、三官庙、龙王庙、

奶奶庙等庙宇。同时，当地城惶庙、关帝庙的修建，蒙古行也是发起者之一(今

掘: 1978)。可见，蒙古人在当时信仰汉族神的倾向甚强。士默特蒙族宗教观念的变革。对

于其民族整体价值观的变革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宗教通过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

祖先祭祀的汉族化就是很好的例证。

7. 结语

我们通过对把什村的调查(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看到，由

于汉族的移民、语言的汉化、儒学教育的输入等，使得这一地区在家族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

面，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汉族性。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认为，这一民族己经完全汉化。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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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仅在文化上体现出汉族性的特点，但在民族的身份认同上，却有着非常强的民族意识。

他们现在尽管很多人也居在城市，但还有很多热心的人，通过家族和村落的纽带，甚至最近

开始出现的编家谱等媒介，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民族属性。所以，在我看来，汉族化的问题，

应分成文化和民族两个层面予以展开。

20 世纪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地被传承、被发现、被创造的世纪。这一文化也是近代以来民

族一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源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直着眼于民族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侧重

于"无意识的文化传承"的研究。而在今天，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其"无意识地传

承"传统，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地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

一种"文化的复制"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田村 1999)。这种"复制"和"生产"的

基础，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同时，这一过程，也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领域进入到地

域共同体之中。现代中国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家族观念与各种文化仪式的张扬，就是

在文化的"复制"和"生产"中，滋生、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过程，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

具体表现在民族认同与家族认同上。土默特蒙古族新近兴起的编写家谱、寻根之风，就是在

本民族文化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家族的认同而强化民族认同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这一家族主义的复兴与文化自觉，具体到固有的一些民族融合甚至存有争议的所谓汉化

问题等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我在研究中也发现，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我

所调查的社区，具有非常强的家族认同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家族认同是否是民族认同

的前提条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显得非常的

重要，事实上，在我们的具体行动中，在理念或者是意识形态上又存在着一有形无形的超越

于单一民族认同的家观念一一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家又成为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文化

认同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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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丁氏家族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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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康家旧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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